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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青瓷山水母题与宋代院体画的东亚流转
——以 12—13 世纪“潇湘八景”的跨媒介共生为例

宋思宇

沈阳师范大学

摘  要：12—13 世纪的高丽青瓷上曾出现过很多以水边垂柳、芦苇、水禽为主题的装饰纹样，它们被统称

为“蒲柳水禽纹”或“汀洲水渚纹”。这些自然元素通过特定的组合呈现出类似于宋代山水小景的诗意氛围。

文献考证与图像分析结果显示，该纹饰与宋代院体画中的“潇湘八景”母题存在视觉语汇上的共享现象，但在

元素筛选、构图改造与意境再造中又形成了具有高丽王朝本土意境的独立纹饰传统。这种艺术领域的跨媒介互

动，或许可以成为探寻宋代院体画辐射东亚的重要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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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世纪，东亚不同国家之间的艺术互动频繁，

此时由宋徽宗确立的宋代院体画凭借制度化、体系化、

文人化的审美倾向，以中国为起点，持续向东亚辐射。

诸多起源于中国的山水母题也经由使臣、僧侣、商人

等渠道传播至朝鲜半岛，在不同媒介上产生多样表达。

这一时期的高丽青瓷上出现了许多以水边垂柳、芦苇、

水禽为主题的山水纹饰，虽未明确题写“潇湘八景”

之名，却与宋代院体画中的潇湘主题存在意境与元素

上的呼应。本文尝试将蒲柳水禽纹置于潇湘八景传播

的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探讨其与宋代绘画共享的视

觉语汇。

一、诗画同源：宋代院体画东传与高丽本土的 

潇湘接受

自古以来，以描绘中国湖南省洞庭湖一带潇水和

湘水汇合处的美丽景致为主题的艺术作品数不胜数。

在文学传统中，潇湘承载着丰富的文化意涵：一是湘

妃传说所寄托的凄美爱情与离别之思；二是屈原、贾

谊等文人贬谪于此所积淀的离忧愁绪；三是渔隐传统

所象征的隐逸理想。这些意涵共同构成了潇湘的文学

内核。在此基础上，以此处清幽景致为素材创作的绘

画作品，被统称为“潇湘图”。五代绘画大师董源的

《潇湘图》被称为江南山水画的鼻祖 [1]；北宋画家宋

迪则确立了“潇湘八景”的框架，即“平沙落雁”“远

浦归帆”“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

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落照”八个经典画题 [2]；

“潇湘八景”画题进入南宋院体画后，画院待诏马远、

画家王洪均创作过与“潇湘八景”相关的图式。

潇湘作为文学意向传入朝鲜半岛，有较为明确的

文献记载。高丽中期著名文人李仁老和陈澕都曾创作

《潇湘八景》诗 [3]，他们在诗中寄情理想山水、阐述义理、

抒发情怀，赋予“潇湘”乐土之感，对潇湘的解读明

显呈现本土化倾向。至于视觉图像的传入时间，虽然

目前尚无定论，但“李宁使宋”这一事件值得关注。

李宁是高丽时期著名画家，任职于高丽官方画院。

1124 年，他奉命出使宋朝，所携画作受到宋徽宗的亲

自品鉴与高度赞赏。据《高丽史》记载，宋徽宗观后感

叹“比来高丽画工随使至者多矣，唯宁为妙手”，并“赐

酒食、锦绮绫帽”。宋徽宗敕令翰林图画院待诏王可训、

陈德之等“从宁学画”[4]。另外宋朝也将郭熙的《秋景

烟岚图》赠予高丽 [5]。现存史料并未明确记载李宁接触

或携带“潇湘八景”相关画样，但李宁使宋事件以及宋

朝对高丽的回赠绘画作品的行为至少提示了一个关键

信息：在北宋末年，高丽宫廷画家已能够深度参与宋代

宫廷画院的交流活动，这为宋代院体画的审美资源向高

丽传播提供了制度性的接触渠道。

根据韩国国史编撰委员会数据库对其收录的古籍

中相关时间节点的考据可知，“李宁使宋”六十一年后，

高丽明宗十五年（1185 年），明宗曾命文臣创作《潇湘 

八景诗》，命李光弼（活跃于 12—13 世纪）绘画物像 [6]。

李光弼为李宁之子，他继承家学，成为高丽明宗朝受

宠的宫廷画家。《高丽史》记载：“李宁，全州人，

少以画知名……子光弼，亦以画见宠于明宗，王命文

臣，赋潇湘八景，仍写于图。”父子两代人的艺术传

承构成了一个跨越六十年的时间框架，提示了一个可

能的传播路径：李宁在出使宋朝之际接触到宋代院体

画和潇湘相关图像资源，经由家族传承，为李光弼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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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远、王洪的潇湘图式虽然稍晚于“李宁使宋”，但

此时宋代画院中已形成创作潇湘题材的稳定传统，其

图像资源可能在此后的宋丽交往中陆续传入，共同构

成了日后高丽宫廷理解潇湘图像的视觉基础，也为高

丽青瓷蒲柳水禽纹的兴起提供了共享的视觉文化环境。

二、由图到器：蒲柳水禽纹与潇湘意象的视觉关联

高丽青瓷纹饰包括牡丹纹、菊花纹、莲花纹、其

他花卉纹、仙鹤纹、凤凰纹、鹦鹉纹、蝴蝶纹、蒲柳

水禽纹、云纹、童子纹、铭文、水波鱼纹、水呆纹、

黄目纹、牛纹、辅助纹饰等。其中，蒲柳水禽纹被列

为重要纹饰类型 [7]，在纹饰体系中有着独特地位。

从元素层面看，水体、垂柳、芦苇、水禽等构成

了蒲柳水禽纹的核心元素，与宋代潇湘及类似水乡题

材高度关联：水体（江水、湖水、洲渚、水波）构成

基本空间框架，植物（垂柳、芦苇、杂树）组成醒目

的垂直元素，动物（各类水鸟）则成为画面中的点睛

之笔。例如，在王洪的《潇湘八景图》（见图 1）中，

水域占据大部分画面，洲渚上芦苇丛生，柳树斜出水面，

水禽或落沙洲、或翔空中；马远的《梅石溪凫图》（见

图 2）中，水禽的群聚游弋与水面、岸边的空间关系，

可视为潇湘意象向花鸟小品的延伸。

图 1  王洪《潇湘八景图》中国画

（来源：普林斯顿大学艺术馆）

图 2  马远《梅石溪凫图》中国画

（来源：故宫博物院）

在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青瓷镶嵌蒲柳水禽梅竹

纹注子（见图 3）中，纹饰由两组中轴式构图水景组成，

主景为水渚、垂柳、芦苇丛与成对水禽，辅以梅竹纹，

水禽或悠游或栖息，在元素组合与空间组织上与图 1

和图 2 存在多重呼应。高丽青瓷蒲柳水禽纹因媒介转

换采用了与卷轴图画截然不同的环绕式布局。例如，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馆藏青瓷镶嵌柳芦水禽纹碗（见

图 4），横向展开的水岸线转化为沿器壁环绕的连续

画面，植物的枝叶顺碗壁弧度向外延伸，水禽的朝向

引导视线沿器壁移动。可见，高丽青瓷的蒲柳水禽纹

虽然与宋代院体画中的潇湘意向具有一定的视觉关联，

但通过简化元素、强化装饰性等方式，在媒介转化中

形成了独立的纹饰结构、审美表达和审美品格，更加

强调乐土之感与生命丰饶 [8]。

图 3   青瓷镶嵌蒲柳水禽梅竹纹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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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青瓷镶嵌柳芦水禽纹碗

李宁 1124 年使宋的绘画交流、1185 年明宗朝诗

画会完成的本土绘画创作、12 世纪后半期至 13 世纪

蒲柳水禽纹在青瓷上的盛行，构成了宋代院体画中的

潇湘意象发展为高丽青瓷上的蒲柳水禽纹的可能路

径。这一可能路径揭示了东亚艺术交流中长期存在一

条隐秘且稳定的转化模式：制度仿效为知识传入提供 

通道，家族传承为知识延续提供载体，工艺实践则将

这些知识转化为新的物质形态。三者之间并非线性因

果关系，而是在共同的文化生态中彼此交织、相互激发。

高丽青瓷上的蒲柳水禽纹正是在这一多层面交织的文

化生态中，完成了对宋代潇湘意象的选择性吸收与独

立性创造。

三、从制度仿效到情感投射：高丽青瓷山水母题的 

本土生成语境

高丽睿宗在位期间，曾收藏宋朝皇帝所赐书画，

并向内臣赐宴、公开展示。据《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

这些活动“遵宣和之制……法太清之宴”[9]，表明高

丽宫廷是主动地、有意识地仿效北宋徽宗时期的宫廷

文物制度。这意味着，高丽王室在国家制度层面主动

引入了宋代宫廷艺术体系。明宗进一步延续和深化了

睿宗时期“遵宣和之制”的理念。1185 年，明宗命文

臣赋诗、李光弼绘图的“潇湘八景”诗画会，正是在

这一制度框架下展开的官方艺术活动。从睿宗到明宗，

高丽宫廷持续性仿效宣和制度。这种制度层面的深层

接纳，为宋代宫廷艺术美学传入高丽并在青瓷文化中

得以延续，奠定了制度上的基础。

除了制度层面的仿效，宋代潇湘意象的情感基调

与当时的高丽精英阶层也存在深层的情感结构共鸣。

12 世纪后半期，高丽精英阶层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政

治危机与社会震荡。1170 年，以郑仲夫、李义方为首

的武臣发动政变，屠杀文臣，“凡戴文冠者，虽胥吏，

杀无遗种”[10]。这场政变彻底颠覆了长期以来以文臣

为主导的政治体系。众多文臣或被杀戮，或被流放，

或被迫遁入山林避祸。武臣政权建立后，幸存文臣的

政治抱负无处施展，生命安全感亦受严重威胁。他们

或隐匿山林，或屈居下僚，或寄情诗酒。这种处境与

中国历史上迁谪的文人遭遇相似。对于武臣之乱后的

高丽文人而言，“潇湘八景”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情感

容器。它既能容纳现实处境的悲伤与无奈，又能寄托

对理想生活的向往。这种双重功能，使“潇湘八景”

成为高丽文人情感投射的理想对象。

这种情感结构共鸣，是建立在相似的历史处境、

共通的心理结构、可通约的审美语言基础之上的深层

文化互动。武臣之乱后，高丽文人李仁老作诗“草屋

半依垂柳岸，板桥横断白苹汀。日斜愈觉江山胜，万

顷红浮数点青。”该诗表面上描绘的是美丽的自然景色，

实则抒发望归与离恨之情 [11]，形成了哀而不伤、乐而

不流的独特美学表达。从前文所述史料中可以看出，

高丽王室深度参与了绘画与诗文等创作活动，在这种

环境下，文人士大夫的审美理念与工匠的技艺实践在

宫廷的统筹下形成了交集。主在宫廷主导的生产体制

下，文人所崇尚的“哀而不伤、乐而不流”的情感基调，

很可能通过王室趣味这一中介渗透至瓷器的装饰设计

之中。这种情感基调的微妙转化，最终在高丽青瓷蒲

柳水禽纹中得到了物质化呈现。当高丽工匠将潇湘意

象转化为青瓷纹饰时，他们不仅仅是在复制图像母题，

更是在将这种哀而不伤、乐而不流的情感结构转化为

可触摸、可观赏、可伴随日常生活的物质形态。

高丽翡色青瓷釉层呈半透明状，有玉石质感，覆

盖于黑白镶嵌纹饰之上，散发着柔和朦胧的视觉效果。

与绘画的直接观看不同，青釉的覆盖使纹饰仿佛隔着

一层薄薄的水雾，在这种审美关照下，视觉冲击被柔化，

线条的锋芒被收敛，黑白对比被青翠的釉色统摄为和

谐的整体。观赏者透过青釉欣赏水边垂柳、芦苇摇曳、

水禽悠游的图景时，感受到的是含蓄的、悠远的、可

供品味却不必沉溺的情感氛围。

这一材质特性，正是高丽青瓷在“跨媒介共生”

中实现独立性创造的关键所在。如果说宋代院体画以

笔墨的浓淡虚实营造潇湘的平远空濛，高丽文臣以

诗文的字句韵律寄托潇湘的离愁与隐逸，那么高丽

青瓷则是以青釉的半透明质感完成了对同一意境的再

创造。它将绘画中依靠留白与墨色变化实现的虚化效

果，转化为青釉覆盖带来的物质性朦胧；将诗文中依

靠语言节奏调控的情感强度，转化为器物触感与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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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作用的审美距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蒲柳水

禽纹”不再是宋代院体画的简单摹仿或复制，而是在

青瓷这一全新媒介中，以材质的语言重新诠释了院体

画的审美理想。宋代院体画的潇湘意象由此跨越了绘

画的边界，在朝鲜半岛的陶瓷艺术中获得了新的物质

生命，成为 12—13 世纪东亚艺术“跨媒介共生”的 

典范。

四、结语

综上所述，高丽青瓷蒲柳水禽纹的兴起，是制度

仿效、情感共鸣、媒介转化三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高丽青瓷的艺术成就，是宋代美学与朝鲜半岛本土文

化交融的结晶。而“潇湘八景”传播背景下蒲柳水禽

纹的兴盛，则是这一文化整合过程的重要案例。它共

享了宋代“潇湘八景”绘画中的部分视觉元素与意境

氛围，又融入了高丽文人的潇湘情结，最终在青釉覆

盖下的纹饰中，形成了独立的审美表达，实现了跨越

国界、跨越媒介的美学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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